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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

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

原毅军 刘 柳*

摘要: 从“遵循成本说”到“创新补偿说”，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发了大量的
研究，但鲜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环境政策
制定的关键。为此，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类，并对 2004 － 2010 年中国
大陆 30 个省( 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费用型环境规制对
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而投资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环境政策的
设计应充分体现对“绿色投资”( 投资型) 的鼓励，而非以增加企业成本( 费用型) 的形式
存在，从而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
关键词: 费用型环境规制 投资型环境规制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受金融危机和全球变暖的影响，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推进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中长期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发展规划，试图通过“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①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
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新政”的支持者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规制措施，能在降低化石燃料消耗的同时，
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完成低碳经济转型。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提出环境规制将会使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并造成
潜在产出损失。
一般而言，环境规制将带来额外的税收、监管费用和行政费用，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降低企业

竞争力，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美国学者 Porter( 1991) 指出，环境规制不会降低企业( 行业) 竞争力，
反而有可能增加企业( 行业) 竞争优势。“绿色”与效率之间，是取舍还是兼得? 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前提假
设、分析方法和样本数据，对环境规制是否能提高效率、促进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观点主要
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遵循成本说”。该观点认为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污染治理的增加而增加，从而限制利润最大化企
业的产出，导致生产和竞争能力的下降，即“绿色”与效率之间，只能二者取其一。Gray( 1987) 以全要素生产
率作为竞争力指标，采用美国制造业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污染减排支出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

论。之后，Gray和 Shadbegian ( 2003 ) 对不同年限和技术水平的美国造纸企业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Ederington和 Minier( 2003) 观察到，美国企业的净进口随着污染治理支出的增加而增加，即环境规制降低了
企业竞争力。这类研究大多基于静态分析视角，假设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者需求固定不变，其关注的重点
是环境规制成本，包括: ( 1) 与污染减排行为有关的直接成本; ( 2) 环境规制引发的生产要素价格提高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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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新政”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08 年 12 月 11 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对环境友
好型政策的统称，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



的间接成本; ( 3) 企业为增加污染减排投资，而减少其他创新项目投资所导致的机会成本。
二是“创新补偿说”。该观点认为合理设计的规制政策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成本，进而抵消环境规制和创新投入本身所带来的额外成本( 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 。这表示在一定
条件下，“绿色”与效率是可以兼得的。根据“创新补偿”的程度，该观点可进一步分为“弱式波特假说”和
“强式波特假说”两种形式: “弱式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存在一定的成本节约效应
( Pickman，1998; 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 赵红，2007) ;“强式波特假说”则更进一步，认为创新所带来的
成本节约不仅能够全部抵消与环境规制相关的成本，甚至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 以生产率或进口比重等指

标衡量) ，增加企业利润( Hamamoto，2006; 王兵等，2008; Mazzanti and Zoboli，2009; 叶祥松、彭良燕，2011) 。
在以上两类观点的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

入的挖掘: 张成等( 2010) 基于 DEA方法测算出 1996 － 2007 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指出环境规制
对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在长期要比短期更为明显。熊艳( 2011) 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并计算出
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沈
能和刘凤朝( 2012) 指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存在地区差异，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
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李静和沈伟( 2012) 分别构建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结果
表明只有对固体废物的规制满足波特假说“双赢”的效果。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通常并不区分不同

的规制类型，而是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以一个综合变量笼统地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在现有研究中，鲜
有文献比较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问题却是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政策，实现经济

“绿色”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研究环境规制时，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广义的环境规制可分为信息型( 或劝导型) 、合作型、经济型、管制型四类( Bcher，2012 ) 。学界普遍认为经
济型环境规制在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上优于其他几类，且更加动态有效①，也是环境规制改革的发展趋

势。考虑到上述因素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对经济型环境规制进行讨论，如未特别说明，皆指经济型环
境规制。
本文将经济型环境规制划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两类。费用型环境规制( 下称环境费用) 是指环境相关

的资金投入中，未形成固定资产且仅有短期( 一年以内) 影响效果的资金，例如与环境相关的税收、监管费用
和行政费用等; 投资型环境规制( 下称环境投资) 是指环境相关的资金投入中，用于形成固定资产且存在长

期( 一年以上) 影响效果的资金，例如环境友好型技术投资，环境治理设施投资等。然后，本文将环境规制视
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框架中构建理论模型，最后对这两类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

出政策建议。

二、环境作为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法是目前处理环境投入最恰当的方法( Bhringer，et al．，2012) ，因此，本文将环境规制视为一
种环境投入，并将其纳入生产函数框架中。假设地区 i( i = 1，2，…，N) 在时间 t( t = 1，2，…，T) 的产量为 yi，t，
产量 yi，t由投入要素 Xi，t = ( x1，i，t，…，xp，i，t ) 决定，则生产函数 F表述如下:

yi，t = F( Xi，t ) ( 1)
根据投入要素 x1，i，t，…，xp，i，t是否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分为生产投入和非生产投入。以环境投入为例，与

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和劳动不同，该投入通常被界定为非生产投入。环境投入与产出可能不相关，负
相关( “遵循成本”) 或正相关( “创新补偿”) 。令 xENV1，i，t，…，x

ENV
j，i，t表示环境投入，x

PROD
1，i，t ，…，x

PROD
m，i，t表示生产投入，

地区 i在时间 t的柯布 －道格拉斯(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参数为 A，α1，…，αJ，β1，…βM ) :

yi，t = A·∏
J

j = 1
( xENVj，i，t )

αj·∏
M

m = 1
( xPRODm，i，t )

βm ( 2)

( 2) 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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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动态有效指环境规制能够产生持续激励，不断刺激创新和减排技术的进步( Bcher，2012) 。



lnyi，t = lnA + ∑
J

j = 1
αj lnx

ENV
j，i，t +∑

M

m = 1
βm lnx

PROD
m，i，t ( 3)

本文采用 2004 － 2010 年的面板数据，在时间间隔较短的情况下，许多单位根检验方法都失效，但经济数
据经过对数化处理( 相当于一次差分) 后，仍然非平稳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本文采用取对数的方法来确保
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三、变量界定和数据选取

( 一) 变量界定

本文采用中国大陆除西藏①以外的 30 个省( 市、自治区) 2004 － 2010 年②的数据，所有货币量均按相关
指数调整为 2004 年可比价格③。本文采用各省( 市、自治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值作为生产能力的反
映，并从环境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能源投入的角度对产出能力进行解释。变量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说明
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单位 变量说明

产出 生产总值 GDP 亿元 反映生产能力

环境投入

排污费征收 FEE 亿元 环境费用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INV 亿元 环境投资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INV1 亿元 环境投资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INV2 亿元 环境投资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INV3 亿元 环境投资

资本投入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资 ICT 亿元 信息通信投资

劳动投入
城镇就业人数 L 万人 劳动力数量
平均教育程度 Y 年 劳动力素质

能源投入 电力消费总量 E 亿千瓦时 能源消耗

( 二) 数据选取

本文所选择的数据集有以下四个来源: 各省( 市、自治区) 的 GDP、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固定
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来源于 2005 － 2011 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 市、自治区) 排污费征收④、污染治理
投资总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来源于 2005 －
2011 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各省( 市、自治区) 就业人员平均教育程度根据 2005 － 2006 年《中国人口统计
年鉴》和 2007 － 2011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⑤; 各省( 市、自治区) 电力消费总量来
源于 2005 － 2011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见表 2。

1．产出
GDP反映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 一般 1 年) 内以货币表现的全部最终产品( 含货物和服务)

价值的总和，本文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表 2，以 2004 年可比价格计算，各省每年平均产值为8 354． 05
亿元，且不同省份，不同时期产出水平差异很大，最高可达 3 8547． 48 亿元，最低仅为 466． 10 亿元。在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我国同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因此对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探讨显得尤为重

要。
2．环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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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西藏自治区缺失部分年份污染治理投资、电力消费量等数据，因此剔除该样本点。
由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9 号《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自 200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1982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和 1988 年 7 月 28 日发布的《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同时废止。为保
证统计口径一致，本文选取 2003 年之后的统计数据。

GDP采用实际 GDP指数调整;排污费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
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

2009 年排污费征收的数据由各省环保厅( 局) 网站公布的各下辖地区排污费征收数据加总而得。
Yi = pi，1 × 6 + pi，2 × 9 + pi，3 × 12 + pi，4 × 16。其中，Yi 是第 i省就业人员的平均教育程度; pi，1、pi，2、pi，3、pi，4分别表示第 i省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口的比重。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环境规制与生产能力的关系，因此将 xENV1，i，t，…，x
ENV
j，i，t ( 环境投入) 作为解释变量。为研

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本文分别考虑环境费用和环境投资: ( 1) 本文以排污费征收金额作为环境
费用的指标。排污费征收对象包括大气、水、固体废物、噪声四类污染物，能综合反映与环境相关的费用，且
我国的排污费征收属法律规定的政府行为，而非企业自愿，因此排污费征收数据可以反映费用型环境规制的

强度; ( 2) 本文采用污染治理投资来代表环境投资。污染治理投资是指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中，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包括工业新老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
保投资，以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资金。与排污费征收类似，我国污染治理投资是政府意愿的体
现，因此能够反映投资型环境规制强度。
由表 2 可知: 我国目前的环境规制格局是以投资治理为主，征税收费为辅。2004 － 2010 年，以省为单

位，我国每年污染治理投资的均值为 66． 12 亿元，相比之下，每年征收排污费的均值仅为 4． 59 亿元。而在污
染治理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和工业
污染源治理投资，这说明末端污染治理仍是我国污染减排的主要手段。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所选指标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量

生产总值 8 354． 05 38 547． 48 466． 10 7 151． 31 210
排污费征收 4． 59 25． 35 0． 16 4． 06 210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66． 13 248． 04 6． 30 54． 46 210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41． 54 162． 86 1． 20 35． 21 210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11． 28 47． 45 0． 20 10． 07 210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13． 31 67． 87 2． 00 14． 06 210

说明:所有货币量均用相关价格指数调整为 2004 年可比价格。

3．其他投入
为增加模型的准确性，本文引入控制变量 xPROD1，i，t ，…，x

PROD
m，i，t ( 生产投入) ，以减少因变量缺失造成的模型设

定偏误及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等问题。本文采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投资这一指标来反映信息
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投资，因为 ICT 投资是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
影响因素( Pilat，2004) 。同时，劳动也是生产中基本的投入要素，本文用城镇就业人数来反映劳动人口总量，
除了数量因素外，劳动力素质对生产能力也有显著影响( Redding，1996) ，本文用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来
反映劳动力素质。此外，能源是重要的生产性资源，本文用电力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投入的指标，因为电力消
费总量直观地反映经济运行的活力。

四、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一) 环境费用、环境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研究环境费用和环境投资与产出的关系。本文以排污费征收、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作为解释变

量，以 ICT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教育程度、电力消费总量作为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均对数化处理，具体
形式如下:

lnGDPi，t = c + α1 lnFEEi，t + α2 lnINVi，t + β1 lnICTi，t + β2 lnLi，t + β3 lnYi，t + β4 lnEi，t + εi，t ( 4)
其中下标 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c是常数项，即( 3 ) 式中的 lnA 反映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效应; αi ( i = 1，

2) 是各类环境投入( 环境费用和环境投资) 的产出弹性，即环境投入每变化 1%，产出变化的百分比，反映环
境投入对产出的影响程度; βi ( i = 1，2，3，4) 是各类生产投入的产出弹性，反映生产投入对产出的影响程度; ε
是随机干扰项。
本文使用 EViews 6． 0 的面板模型估计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比

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 F 统计量为 544． 9048，伴随概率为
0． 000000)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排污费征收对产出增长影响不显著( t 统计量伴随概率为 0． 0736 ) ，产
出弹性为 － 0． 028298。但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产出增长影响显著( t 统计量伴随概率为 0． 0006) ，且产出弹
性为 0． 118634。除此之外，实证结果亦表明 ICT 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平均教育程度、电力消费总量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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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说明模型的控制变量选取合理。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可知: ( 1) 环境费用有抑制经济增长的倾向。合理的解释是，环境费用使企业的生

产成本上升，但这种规制手段不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因此与产出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不过，目前我
国征收排污费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的现象并不明显; ( 2) 环境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波
特假说的推断是一致的，本文认为环境投资对产出存在显著正效应的原因在于: 绿色投资引发的技术变革直

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产出增长。就我国而言，投资型规制并未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促进
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这种促进效应从实证结果上看十分显著。

表 3 环境费用、环境投资对产出的影响
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伴随概率

常数项 － 0． 155171 － 0． 883416 0． 3781

排污费征收 － 0． 028298 － 1． 941075 0． 0736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0． 118634＊＊＊ 3． 965488 0． 0006

ICT投资 0． 316401＊＊＊ 5． 217169 0． 0000

城镇就业人数 0． 227617＊＊＊ 4． 086908 0． 0001

平均教育程度 0． 128595＊＊＊ 7． 614265 0． 0000

电力消费总量 0． 708065＊＊＊ 21． 05179 0． 0000
样本决定系数 0． 941539 F统计量 544． 9048＊＊＊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939812 伴随概率( F统计量) 0． 000000
杜宾 －瓦特森统计量 0． 821186

注: ＊＊＊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二) 各类环境投资与经济增长

去除无显著效应的排污费征收后，本文进一步将环境投资细分为三大类: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各类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回归模型如下:

lnGDPi，t = c + α1 lnINV1 i，t + α2 lnINV2 i，t + α3 lnINV3 i，t + β1 lnICTi，t + β2 lnLi，t + β3 lnYi，t + β4 lnEi，t + εi，t

( 5)
其中下标 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c 是常数项; α2，α2，α3 分别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

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的产出弹性; βi ( i = 1，2，3，4) 是各类生产投入的产出弹性; ε是随
机干扰项。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投资型环境规制，因此仅列出了相关的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各类环境投资对产出的影响

变量 系数 t统计量 伴随概率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0． 149090＊＊ 2． 522520 0． 0124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 0． 154861 － 1． 362766 0． 1369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0． 057858＊＊＊ 3． 014446 0． 0047
样本决定系数 0． 943780 F统计量 484． 4341＊＊＊

调整样本决定系数 0． 941832 伴随概率( F统计量) 0． 000000
杜宾 －瓦特森统计量 0． 070972
注: ( 1) ＊＊＊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 其他控制变量( ICT投资、城镇就

业人数、平均教育程度、电力消费总量) 皆在 1%水平下显著。

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产出存在显著影
响( t统计量伴随概率分别为 0． 0124 和 0． 0047) ，且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随着这两项环境投资的增加，产出
也相应增长。但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产出水平无显著影响( t 统计量伴随概率为 0． 1369) ，且回归系数为
负值，因此，目前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仅有污染控制效应，并无经济促进效应。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
得出结论: 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有显著的经济促
进效应，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效果不明显。环境总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来源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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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类环境投资经济效应的再检验

三类环境投资相关性较高，如果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为了排除这种干扰，并确定各类

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现将各类环境投资单独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回归，以考察回归系数符号及显

著性的变化，分别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nGDPi，t = c + α1 lnINV1 i，t + β1 lnICTi，t + β2 lnLi，t + β3 lnYi，t + β4 lnEi，t + εi，t ( 6)
lnGDPi，t = c + α1 lnINV2 i，t + β1 lnICTi，t + β2 lnLi，t + β3 lnYi，t + β4 lnEi，t + εi，t ( 7)
lnGDPi，t = c + α1 lnINV3 i，t + β1 lnICTi，t + β2 lnLi，t + β3 lnYi，t + β4 lnEi，t + εi，t ( 8)

由表 5 的回归系数对比可知，单独将各类环境投资进行回归时，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然显著，
且显著性水平提高( 由 5%升至 1% ) ，正相关关系未发生改变。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仍然不显著，且回归系
数为负值。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依然对经济起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进一步确认，城市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不显著，甚至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表 5 环境投资变量回归系数对比

环境投资分类
同时回归 单独回归

符号 概率 符号 概率
符号变化 显著性变化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0． 0124＊＊ + 0． 0068＊＊＊ +→ + 显著→显著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 0． 1369 － 0． 2769 －→ － 不显著→不显著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 0． 0047＊＊＊ + 0． 0001＊＊＊ +→ + 显著→显著
注:＊＊＊代表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代表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波特等学者提出环境规制将促进创新，弥补规制带来的额外成本，并最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基础

上，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环境规制手段都存在经济促进效应，环境规制只有在充分激发技术创新的前提下

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的规制方式将产生不同的效果。本文在生产函数框架
下，采用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 30 个省( 市、自治区) 2004 － 2010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费用和环境投
资对产出的不同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下，环境费用与产出增长无显著关系。
即费用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 与之相反的
是，环境投资对产出增长存在显著正效应，这源于投资型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在三类
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起主要作用，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
资对产出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强式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也为“绿色新政”提供了理论支

持，政府可以通过鼓励“绿色投资”( 环境投资) ，实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对此，发达国家的
“绿色新政”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如英国的《低碳转换计划》和《可再生战略》，德国的
生态工业政策，美国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日本的《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政府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政府目前应充分鼓励环境投资，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

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为支撑，以环境友好型技术投资为引擎，确立一种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节约能
耗、保护环境的“绿色经济”模式。具体而言，政府应继续加大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
时”环保投资，同时加大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的研发投入，并大力促进节能汽车、绿色建筑的开发; 另
一方面，政府应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创新激励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环境，促使企业积极改造生产过程，向清

洁生产模式转变，从而实现费用型环境规制的经济促进效应。例如，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环境技
术人才的培养，加强环保概念的宣传，鼓励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环保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建立，加速市场化改革
等。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本文仅讨论了经济型环境规制，对于信息型、合作型以及管制型环境规制未有

提及; 其次，囿于数据的制约，本文并没有对费用型环境规制进一步做出区分，如进一步分割成排污税、污染
治理设备运行费、污染事故处罚费等。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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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Research Based on Different Kind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Yuan Yijun and Liu Liu
( School of economics，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From“compliance cost”to“innovative compensation”，the topic of 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ttracts numbers of scholars’interests． However，there are few documents talking about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that
comes from different typ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which is very critical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 Therefore，this paper
defines two kind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at is expenditure － 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vestment － 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cities，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04 to 2010．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nditure － 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but investment － sty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bviously accelerate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se result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should fully
encourage“green investment”，rather than adding costs to enterprises ( expenditure － style ) ，thus to realize“green growth of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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